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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康德的自由哲学中，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即：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认为自由的实践概念以自由的先验理念为根据；但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暗示没有先验自由，实践自由也可以成立。对于这一冲突，拼凑论者、贝克和阿利森等人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阿利森的替代性假设尤其具有代表性。本文在肯定阿利森的基本立场、即这两处表述不存在真正的矛盾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辩证论和法规中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从更内在的层次上探究实践自由是如何基于先验自由之上的。二者的这种关系在辩证论中表现为：由于自由的主体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变，积极的先验自由实现了向消极的、纯粹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实践自由的初步的过渡；这种关系在法规中表现为：康德将先验自由当作一个“悬设”，同时增加了实践自由概念的经验性的、积极的成分，由此，先验自由便实现了向实践自由的完全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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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Kant's philosophy of freedom, there is a problem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Kant believes that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freedom is based on the transcendental idea of freedom; while in the Canon of Pure Reason, Kant implies that without transcendental freedom, practical freedom can also be established. For this conflict, ‘patchwork reading’, Lewis White Beck and H. E. Allison have all put forward their own views, among which Allison's alternative hypothesis is particularly representative. On the basis of affirming Allison's basic position that there is no re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stat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cendental freedom and practical freedom in the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and Canon of Pure Reason, and how practical freedom is based on transcendental freedom from a more internal lev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manifested in the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s: Because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 subject of freedom from pure theoretical reason to pure practical reason, the positive transcendental freedom realizes the initial transition to the negative freedom which belongs to pure practical reason. This relationship is manifested in the Canon of Pure Reason: Kant regards transcendental freedom as a "suspension" and increases the empirical and positive el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freedom, from which transcendental freedom realizes the complete transition to practical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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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古至今，关于“自由”概念的哲学探讨便众说纷纭，孟德斯鸠曾说，“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含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
。那么能否为“自由”下定义呢，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的方式并不能定义“自由”概念，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一个上位的“属”，更不用说“种差”了。自由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理念，不可作为认识的对象，这正是理解康德哲学中自由概念的前提。对于康德而言，自由是一个不可被认识而只能被捍卫的概念。他说：“它的客观性不能以任何方式按照自然法则来阐明，从而也不能在任何可能的经验中被阐明……剩下的就只有捍卫。”
然而，自由作为一个超验的理念，虽然不能被认识，但其实在性却可以通过理性而被证明，因而它“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

正是因为自由概念的不可被认识的特性，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赋予了它多种含义，这些含义的复杂性也造成了学界对它持续不断的争论。在众多关于自由概念的探讨中，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自由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正如康德学者马库斯·柯尔（Markus Kohl）所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关于康德对自由概念两处主要的论述的一致性难题，那就是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关系问题。”
具体地讲，在先验辩证论的一处，康德明确提出，实践自由以先验自由为依据，因而否定先验自由就会把实践自由排除掉；但是，他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认为，要排除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因为它不能经验性地预设为解释现象的根据，同时认为实践的自由是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的，先验自由与自然律相违背，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似乎在暗示，即使不存在先验自由，实践的自由也是可能的。这一文本冲突引起了康德研究者们广泛的讨论，以康蒲·斯密为代表拼凑论者将这一冲突归为康德不同时期思想的拼凑的产物；以亨利·E·阿利森为代表的非拼凑论者则认为两处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但他们对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概念说法不一，对两者关系的表述也是复杂多样。本文在肯定后者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认为，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在两处均表现出过渡的关系：在辩证论中，康德通过证明先验自由的可能性以及自由因和自然因并存的可能性，解决了第三组二律背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由主体的转变，两者实现了初步过渡，在此康德突出了先验自由的积极含义和实践自由的消极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含义；在法规中，康德通过说明理性的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在人的道德实践领域，从而把思辨领域的先验自由悬置起来，但仍将其作为实践自由的基础，同时增加了实践自由的经验性的、积极的成分，认为实践的自由是自然原因之一，由此，先验自由便实现了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
自由概念是构成康德理性体系大厦的“拱顶石”，而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区别与联系是康德自由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也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前提。实践自由的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基石，康德通过它构建出独特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并为道德和规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实践自由的来源和支撑何在，它与先验自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澄清这个问题不仅对于理解康德认识论和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于理解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况且它与当前西方哲学学界的自由问题和实践理论的探讨也密切相关。
1、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争论初探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国际康德学界的关注，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拼凑理论、刘易斯·怀特·贝克的解释以及阿利森的替代性假设。近年来，柯尔的本体主义解释和盖斯曼的自然主义解释也较为流行。
拼凑论是解释这一问题最流行的理论，提出这一解释的学者包括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玄耐克（Schönecker）等。
拼凑论者认为，辩证论与法规中的两处表述存在着真正的矛盾，法规中的观点反映的是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比如玄耐克认为，先验辩证论中的实践自由是一种先验意义上的实践自由，而纯粹理性的法规中的实践自由本质上并不是先验的，因此康德两处论述是存在矛盾的，是前后不一致的拼凑物。然而，拼凑论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解释学原则，可以用来解释《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有文本上的矛盾之处，一旦文本中存在冲突矛盾，人们便诉诸拼凑论。但第一批判经历了长期的、两个版本的写作，康德本人也不会没有注意到这一矛盾，很有可能两处的表述是在不同意义和立场上来说的，因而并非是绝对的矛盾。对于拼凑论的解释方式，阿利森提出了两个反驳该理论的理由：第一，“实践的自由在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法规中是以本质上相同的术语加以描述的”
，这就说明这两个部分中的自由概念是共享的；第二，拼凑论认为纯粹理性法规断言了如下观点，即“‘纯粹比较的’、相容论的自由概念足以构成道德性的基础”
，但是这一观点康德在18世纪70年代的前批判时期还没有形成。
刘易斯·怀特·贝克同样反对拼凑论，他否认在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法规之间有任何矛盾。他认为，如果没有先验自由，纯粹理性的法规之中对实践自由的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康德只不过因为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对实践自由更加关切，从而认为先验的自由这一思辨问题并不重要。
在这一点上，阿利森认为贝克正确地理解了康德的自由概念，但没有认识到他与拼凑理论同样地具有两个假设：“（1）假设先验辩证论毫不含糊地断言，实践的自由要求先验的自由。（2）假设没有先验自由根基的实践自由，即‘纯粹实践的自由’，顶多不过是一种不充分的相容论的自由概念。”

阿利森认为，关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之间的关系的两处表述不存在真正的矛盾。针对拼凑论及贝克的解释，阿利森提出了对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概念双重含义的区分，即两者都存在积极含义和消极含义。同时，阿利森还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性解释所依赖的两个关键假设：第一，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主张，实践自由在“概念”上而不是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先验的自由，即，康德在此只是主张，为了将自身构想为理性的行为者，我们有必要诉诸先验的自由理念，而非为了在实践的意义上成为自由的，我们必须在先验的意义上真的是自由的。第二，康德的实践自由概念是有双重含义的，这种双重含义在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法规中都可以发现。
可见，阿利森既区分了实践自由的积极含义与消极含义，又在第二个假设中指出了实践自由的“另一种”双重含义，这两种区分实际上有重复之处。同时，虽然两处文本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但康德不同的语言表述的真正目的何在，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在两处的关系有何区别，阿利森对这些问题也没有清晰的解释。
美国田纳西大学的学者马库斯·柯尔从一种本体主义（ontologism）的视角对这一冲突进行解释，柯尔同样认为，辩证论和法规中的观点不是完全矛盾的。实践自由和先验自由都具有先验性，前者依赖于后者，因为只有存在一种不依赖于自然原因的原因性，即先验自由，才会存在不依赖于感性冲动的自由意志。虽然康德在法规中认为，在实践的领域可以忽视先验自由，因为后者只是在思辨领域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相信实践自由与物理学原因的必然的强制相容”
。康德对于两者关系的观点确实是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即当康德的注意力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层面转向了实践和道德的层面之时，换言之，在第一批判中康德对于两者的关系的论述是统一的。但是，柯尔的观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其本体主义立场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的冲突。这种本体主义立场认为，作为实践自由基础的先验自由可以通过对实践自由的肯定进行证明，但这种证明是通过现象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经验等实在性和现实性的范畴来进行的，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认为，单纯的经验的现象是无法来证明本体的，即我们不能通过知性范畴来认识先验理念，因为我们经验到的对象只是思维在主观上的形成的表象，而非物自身本身。

德国学者盖斯曼（Geismann）以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方式对这一冲突进行解释：实践自由在概念上属于经验世界的自由，这一现象界的实践自由依赖于物自身世界的先验自由，人在实践领域只需要作为实践哲学对象的实践自由，同时会忽略先验自由，这并不代表康德反驳“先验自由是实践自由的基础”这一论题，因此两处并不冲突。他说：“当人们在思辨的视角下把握自由，那么不诉诸它的先验理念就是不够的……与此相反，当人们仅仅在实践的眼光下把握自由，那么人们就可以忽视这个理念，它‘在实践上’完全不被需要。”
但是，盖斯曼对先验自由的含义表述不明确，以至于他的论述与康德的一个基本观点相悖，即独立于感性的冲动不需要依赖于先验自由。只要明确了人的行为的动机，经验世界的实践自由就可以根据自然及其宿命而被预测出来。换言之，先验自由“本身”不是实践自由的必要条件，作为实践自由的条件的是思维中的先验自由的“理念”，只有人在主观上设想自己拥有先验自由，他在行动中才拥有实践自由。
可见，大部分的康德学者认为康德的两处表述不存在真正的矛盾，只是在不同的文本中康德在多种意义上使用了自由的概念。但关于两个自由概念的解释却说法不一，其中美国学者阿利森的解释最为细致且具有代表性，本文在下面分析康德的文本时，将对照阿利森的观点作具体的探究。
2、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在先验辩证论中的表现
（一）第三组二律背反的解决
康德对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之关系的论述出现在先验辩证论的对第三组二律背反的解决中，且第三组二律背反的主题是自由的存在性问题，因此本文将从康德对二律背反的解决引出两者的关系问题。二律背反产生于理性所独有的追求无条件者的本性，理性将其所依据的原理——“如果有条件者被给予了，那么它唯一曾由以成为可能的那个整个条件的总体、因而绝对的无条件者也就被给予了”
——当成构成性的原则，即对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进行超验的运用，于是便产生了先验幻相。本文将省略二律背反的正反双方的证明过程，重点考察康德对其的解决方式。
正题：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唯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
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

可见，正反双方都承认自然因果性的客观有效性，冲突在于是否承认自由因果性的存在，并且都通过反证法为自身辩护
，冲突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康德试图通过区分两重世界来证明正题和反题是下反对关系
——两者可以同时为真，进而证明先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自由因果性和自然因果律并存的可能性，从而最终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
1. 先验自由的可能性证明
正反双方的冲突关键在于，是否要引入一种自由因果性的概念从而有效地解释任何世界的全部现象。正题认为现象界无法提供因果序列的完备性，因而只能从整体性出发超出现象界的范围去寻求第一因；反题则认为不能因此破坏现象序列的完备性，因而只承认自然因果律对世界的规定性。因此，可以看出冲突的出发点表现为双方对“世界”
概念的不同理解，正题认为要从“整体”的最高项出发对世界进行规定，需要存在一个经验世界之外的、作为第一因即充足理由的自由因果性来开始一个现象序列；反题则认为要从“现象的综合”出发追求经验的统一性，因此对“世界”的不同层次的划分是康德解决这一二律背反的根本方式。
对两重世界的划分的前提在于对先验理念作“数学性的”和“力学性的”划分。康德认为，第一、二组二律背反
中的条件序列延伸在感性经验中，其中的条件与有条件者作为序列的各项是同质的，即“同质的综合”，所以它们是数学性的二律背反。但这种“同质的综合”会产生对于知性概念来说的世界理念的“要么太大，要么又太小的问题”
，所以当双方处于矛盾关系时它们就都是假的。第三组二律背反则属于力学性的二律背反，它所讨论的是 “异质的综合”，即是否允许在现象序列之外存在一个超验的第一因，先验自由与因果序列是相互“异质”的，它不是条件序列的一部分。换言之，自由因果性这一无条件者对于知性来说，它位于现象序列之外，没有中断现象序列，而对于理性来说，它又满足了其追求无条件者的本性，因而这种力学性的关系可能使正反双方都为真。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进而将这种“异质的综合”做了具体的区分，在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依据先验观念论，世界的理念被划分为现象和物自身，一切被感性所经验到的对象仅仅是表象，时空只是一种感性直观的形式，而不是物自身的属性。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自由因果性可以借助世界的两重性应用于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之中。因此，自由因是可能存在的，只不过它存在的领域不是现象界，而是物自身的世界，自由因果性的结果显现于经验世界之中而被自然律所规定，但其作为原因性存在于现象序列之外而不被自然律所支配。先验自由作为现象序列的第一因而不能被知性所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经验世界没有意义，它作为调节性的原则而非构成性的原则
对现象界起调节作用。调节性的原则只会告诉我们，“为了达到客体的完备概念，必须怎样进行经验性的回溯”
，因为人类理性有一种追求无限的本性，而自由的理念可以引导知性做经验性的回溯，引导它不断追求绝对的无条件者。由此康德完成了对自由因果性存在的可能性证明。

2. 自然因与自由因并存的可能性证明
自由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我们只是证明了自由与自然分属两个世界而不自相矛盾地存在，那么为了解释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问题，需要探究：如果自由因果性是可能的，那么它能否与自然的因果法则在同一主体中并行不悖；也就是说，两者能否在自然现象的认识领域和人的实践领域两者中并存，证明这一点便会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
自然现象在主观上属于认识领域的现象界，是由感性进行直观及由知性进行思维的现象界的实存。如果现象被理解为物自身本身，那么自由就不可能被实现；若现象被理解为依据经验法则的表象，则它们必须还拥有非现象的根据。康德把感官对象非现象的根据称为“理知的原因”，理知的原因及其原因性位于现象序列之外、不能被现象所规定，同时，它的结果位于经验性诸条件的序列之中。因此，自然现象在思辨领域具有双重原因：在现象序列中的每一项都会依照自然因果律，但它们的终极原因是“自由”。所以，在自然现象领域，自由因与自然因并存是可能的，先验自由作为终极原因在自然现象领域是一切现象的“充足理由”。接下来康德的论述则集中于人的实践领域。
在讨论人的行为的原因时，康德也总结了两种原因性：人作为一种特殊的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一方面，人的行为因其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受到感官世界自然因果律的规定；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理知的原因”，它具有独立于现象序列而规定人的行为的能力。因而，我们就会在理性存在者之上发现原因性的两种品格，一种是“经验性的品格”，依据它产生的人的行动作为条件序列中的一项始终被自然律所规定，并同其他项构成完整的自然序列；另一种是“理知的品格”，这种品格本身不被任何感性的原因所规定，就其而言主体的一切活动独立于自然因果性。理智的品格为经验性的品格提供依据、并把经验性的品格作为其感性图型，两者被统一于同一主体的行为中，由此，“自由和自然，每一方在自己完全的意义中，就会在同一些行动上……没有任何冲突地同时被找到。”
至此，康德完成了两个可能性证明从而解决了第三组二律背反，那么自由的概念在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含义有何区别，两者是什么关系，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二）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初步过渡
在康德对自然因与自由因的并存的证明中，自由概念既存在于人的认识领域，也存在于人的实践领域，换言之，自由的概念具有两重含义——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两者的关系在先验辩证论中表现为过渡关系，那么这种过渡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性何在，即先验自由为什么要向实践自由过渡，先验自由在何种意义上过渡为实践自由，是该部分所要探究的问题。
1.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
人的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是康德哲学研究的两大领域，这两个领域对应的主体便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性”
作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基础，是一种比知性更高并能够“范导”和“调节”知性的能力，康德将其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关注的是人的认识能力，是理性的理论运用；后者关注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是理性的实践运用。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经验领域，并认为如果人把纯粹的理论理性运用到超验的领域就会产生“先验幻相”，从而区分了物自身与现象界。因此理论理性作为一个消极的界限性的概念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中，相比之下，实践理性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更具有优先性。奥特弗里德·赫费认为，“康德不是在其道德理论中才开始按照实践的意图……而是在他的知识理论中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在证明自由因与自然因并存的这一部分，康德便认为两者不仅能在认识领域的自然现象中并存，也能在人的实践领域即人的行为中并存。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前言中，康德将实践理性区分为“纯粹的实践理性”和“一般的实践理性”。纯粹的实践理性不涉及任何感性经验，具有纯粹性；而一般的实践理性既具有先验性，又具有经验性，它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双重性。康德区分实践理性的双重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自由的实在性和现实性问题。
自由的实在性，即自由在概念上的实存性，是纯粹的实践理性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理论理性中，虽然先验自由的理念具有可能性，但它不具有客观实在性，思辨理性只能把这个无条件者的概念悬拟地提出来；而在实践理性中，康德则通过道德法则证明了自由的实在性。在此，康德澄清了一种“前后不一致”，即为什么我们能在思辨理性中否认诸范畴的超感官运用具有实在性，又能肯定它们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方面有实在性，因为这种实在性不是对知识的超验的扩展，而是指范畴在这种关系中应该得到一个客体，即范畴与先天的意志规定是紧密相连的。正是由于康德通过阐释纯粹形式的道德法则而确立了道德法则的纯粹性和至上性，自由的实在性才能够被确立。这一过程的意义不只在于它将理论理性中悬拟的自由概念获得了客观性，同时它也将没有支撑的上帝和灵魂不朽的概念获得实在性。上帝和灵魂不朽的概念在思辨理性中得不到确立，它不同于自由的理念，后者作为道德律的条件能够得到可能性的证明。但随着自由实在性被的确立，理论理性实现了到实践理性的转化，自由的实在性以及上帝和灵魂不朽的理念就都具有了客观实在性。
自由的现实性，即现实意义上的实存性，是一般的实践理性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不参杂感性经验的道德法则是有限理性存在者的“绝对命令”，所以自由的理念只有作用于感性世界中并产生相应的结果，才能展现其现实性。康德认为，“如果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现实地是实践的，那么它就通过这个事实而证明了它及其概念的实在性。”
因此，实践理性的现实性是实在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实在性是在概念上对理念的确立，它只有作用于经验的感性世界并产生结果，才能获得现实性。由此可见，纯粹的实践理性与一般的实践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两个层次，前者在逻辑上先于后者，而后者在概念上要高于前者。它们所对应的自由的实在性与现实性也是如此的关系：只有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自由的现实性才具有可能性，其相同点在于，两者都只在理性的实践运用中才能够实现，即两者都涉及实践意义上的自由。
理论理性是先验自由的主体，实践理性是实践自由的主体，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意味着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过渡。自由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是在先验理念中的自由，只有通过第三组二律背反的解决才能证明其存在的可能性。自由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是在实践领域中的自由，它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方面，纯粹的实践理性能够通过道德法则的确立而证实自由的实在性，从而人的自由得以确立；另一方面，一般的实践理性将自由作用于经验领域并产生结果，进而证实自由的现实性，从而人的自由得以实现。自由的实在性和现实性在实践领域得到了确立，实践自由就得到了实现。需要注意的是，自由的实在性与现实性的真正解决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的，但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过渡则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进行的。完成了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过渡的必要性说明，下面将探究这个过渡过程的内在机制，从而确定两者的关系在先验辩证论中的表现。
2.从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在康德那里是具有多种含义的，正是由于康德将两者的不同含义在不同文本中运用，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才让人难以捉摸。一般认为，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在康德的语境下都具有双重含义，即积极的含义和消极的含义。只有弄清楚两者在不同文本的语境下所表达的含义，才能真正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康德对先验自由积极含义的定义是“自行开始一个状态的能力”
，在证明第三组二律背反的正题中，康德将这种能力解释为一种“自发性”：“要假定原因的一种绝对自发性，它使那个按照自然律进行的现象序列由自身开始。”
积极含义下的先验自由是一个现象序列的充足理由，它在逻辑上位于经验世界的现象序列之外，即物自身的世界之中；它通过绝对的自发性开始一个现象序列，将结果作用于经验的感性世界之中，所以先验自由是不被自然律所规定的。同时，先验自由作为一种自发性，不能对它的原因性再进行追问，因为先验自由具有理知的品格，而对理知品格的追问则超出了人类理性能够回答的范围，就等同于去追问为什么外部感性的先验对象只给出空间中的直观而不给出其他意义上的直观。
康德对先验自由消极含义的定义则是一种完全不为自然原因所影响的独立性。它具有两个特性：首先，先验自由“不包含从经验中借来的任何东西”
，换言之，先验的自由是在物自身领域内的先验理念，在它的内容中不含有任何与感性经验有关的东西，它是完全脱离经验世界的、不受自然律规定的；其次，先验自由的对象也不能在经验世界中被感性直观，因为在经验世界中的可能性法则在于，存在一个无限的因果链条，一个事物的发生必有一个原因，该原因的原因性作为本身是被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又存在一个原因，从而无论这个因果链条延伸到多远都是一个自然的单纯的整体。但由于这个无线的因果链条是没有一个充足理由，理性就设立了一个能够自行开始一种状态的自发性理念，所以先验自由存在于经验世界因果链条之外的物自身世界之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来规定这个先验的理念，那么在经验世界中它就不会有任何对象被给予了。可见此处先验自由的消极含义是蕴含于积极含义之中的，自行开始一个状态的能力暗示着先验自由必须先要独立于经验世界而存在，所以此处康德对先验自由积极含义的规定强于消极含义。这正符合康德在对先验宇宙论的批判的目的，康德正是要通过证明先验自由的可能性来凸显其与自然必然性的相容性，即先验自由的自发性的存在能够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所以要强调其作为自发性的积极含义。
相比于先验自由，康德在辩证论中更加注重实践自由的消极意义，这与康德对纯粹的实践理性和一般的实践理性的区分密切相关。康德通过对比人的自由的“任意”和动物性的“任意”来提出实践自由的概念：“在实践的理解中的自由就是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
任何被“病理学”
地刺激起来的“任意”都是感性的，且都是动物性的（arbitrium brutum）；而人的任意虽然是一种感性的任意（arbitrium sensitivum），但不是动物性的，而是自由的（liberum）。人的自由的任意和动物性的任意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由于经验世界中感性的动因而被“病理学”地刺激起来，但不同的是，人的自由的任意虽然具有感性成分，但感性因素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必然性。这意味着，自由的任意之所以是liberum，因为人具有独立于感性冲动而规定自身的“理知的”能力，即实践自由。因此，实践自由的消极含义在于说明，人的行为的原因性一方面具有感性的经验成分，这种经验成分就是原因性的经验性品格，即人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者，必须要与其他自然存在者一样服从自然律；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行为还具有理性的先验根据，这种先验性表现为原因性中的实践自由，实践自由具有的理知的品格，即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具有独立于感性的实践意义上的自由因果性。
实践自由的理知品格更体现在“应当”的含义上，它“表达了某种必然性，以及那种在整个自然中本来并不出现的与诸种根据的连结。”
“应当”体现的是人所独具的行动的能力，这种行动的根据是纯粹的概念，虽然行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但自然不能规定应当或者不应当，只能涉及行动在现象中的结果。经验世界中的刺激不可能导致“应当”，只能产生“一个远非必然的、而是任何时候都是有条件的意愿”
，但是理性所宣布的“应当”对于这种意愿采取相抗衡的态度，即不服从感性条件而自行按照理性的理念产生出某种秩序，进而使经验性的诸条件适合于这种秩序。在此，康德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去考察人的行为，而根据“应当”的含义可以看出这种实践理性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即在解决自由实在性问题中排除感性经验成分的实践理性。所以，作为实践理性能力所具有的实践自由，在消极意义上是纯粹的、独立于感性冲动，它的主体是“纯粹的实践理性”。
实践自由同样具有积极含义，但相比于其对于感性的独立性而言，这种积极含义在先验辩证论中的意义要弱得多。康德只是在论述原因性的两种品格的过程中提到：“它的这种自由我们不能够仅仅消极地只看作是对经验性条件的独立性，而是也可以通过一种自行开始诸事件的一个序列的能力而积极地表明出来。”
可见，康德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先验自由概念一样，具有双重含义，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主要强调其消极的、属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含义，即独立于感性而规定自身的能力，这与康德要在这一部分论述自然因和自由因并存的目的相契合：正是因为实践理性在人的行动中具有独立于感性条件而决定结果的能力，实践自由才能在人这一特殊存在者之上与自然律并行不悖。
阿利森对实践自由双重含义的区分有重复之处，他的第二个假设认为实践自由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其一，实践自由对于人的意志来说可被看作一种先验自由；其二，实践自由不同于先验自由，但它仍然是一种非相容论的自由概念，可以被归于有限的、为感性所激动但又不为之所规定的“人”。其实，前者可被归于积极意义上的实践自由，即一种自行开始诸事件的一个序列的能力；相似地，后者可被理解为消极意义上的实践自由，即对于感性冲动而言的独立性，这种双重含义与实践自由的积极和消极含义相重复。同时，阿利森特别强调，“这一双重含义介于两种非相容论的说法之间，而不是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介于非相容论和相容论的说法之间。”
阿利森对非相容论的自由的强调，即是对实践自由消极含义的强调，独立于自然因果性而不被感性所规定，因而它并不介于自然律和先验自由之间，而是属于非相容论的自由。
但是，阿利森并没有说明实践自由介于哪两种非相容论之间，换言之，既然实践自由已然独立于自然律而存在，那么它实际上是否就是一种“非相容论”的自由，而非介于其他非相容论之间的自由。
在区分了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双重含义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明确这种过渡关系具体的机制。康德在“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明确指出了实践自由基于先验自由：“以这个自由的先验理念为根据的是实践自由的概念。”
可见，先验自由是实践自由的基础
，且“在取消先验自由的同时就会把一切实践的自由也根除了”
。因为实践自由是一种人的任意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它不受感性经验的限制而能够自己规定自己，而这种独立性的基础正是在于先验自由的先验性。先验自由作为现象序列之外的、能够开始一个序列的始基，是纯粹的独立于经验世界的，正是由于人在思辨理性中具有先验自由，才能使他行动的任意性摆脱动物性（arbitrium brutum），实现人所特有的实践意义上的自由，从而使他的行动成为必然。实践自由的前提在于，虽然某物没有发生，但它本来应当发生，假设在感性世界中只有自然律而没有自由因，那么每个事件就只能在时间序列中按照自然律而成为必然，以至于在理性存在者的任意性中只有自然律，不包含那种可以违抗自然的强制力而完全自行开始一个事件序列的能力，即积极意义上的先验自由，那么实践自由的“应当”前提就被取消了，而“应当”没有了先验的依据，纯粹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践自由就不会实现。只有自由的先验理念作为基础，自由的可能性问题才会有实现的契机，所以康德说，“这里就发生了一般说来在一个敢于超出可能经验边界的理性的冲突中所遇到的事情，即该课题真正说来不是自然之学的，而是先验的”
。
阿利森认为，在人的实践领域，人只不过“假定”自身拥有先验自由，即先验自由是人在主观上必然设想出来的，人是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而存在的，因此，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只是断言实践自由在“概念”上而不是在“本体论”上依赖于先验的自由，换言之，人为了将自身构想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在主观上将先验自由构想为实践自由的条件，而不是说人在先验的意义上真的是自由的，人只拥有实践自由。但是，阿利森的观点与康德对两者关系的论述不符，在康德那里，尽管实践自由不在本体上依赖于先验自由，但是由于自由的实在性与现实性，这种依赖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即基于先验自由的实践自由在经验世界存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实践自由不仅能说明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先验自由的理念，而且它还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自由意志去行动，能完成一个具有现实性的活动过程。
康德将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关系蕴含于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的过程中，通过区分物自身与现象界、数学性的二律背反和力学性的二律背反肯定先验自由的存在，正是对积极意义上先验自由的基础性作用的说明；在证明自然因和自由因并存的过程中，由于先验自由与自然因果律在自然现象存在的认识领域的并存，人的行为的原因性才具有理知的品格，即实践自由所具有的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初次提出实践领域的自由理念，他的目的在于证明自由因与自然律在实践领域能够并存，在此他对实践自由的消极意义的强调多于积极意义，即对独立于感性冲动而规定自己的能力的肯定，由此，在此含义上的自由也是关注自由实在性的纯粹的实践理性之上的实践自由。结合前文对过渡关系必要性的论述，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过渡关系的实质，一方面指实践自由对实现自由的实在性和现实性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指先验自由对实践自由的基础性作用。在先验辩证论的语境中，过渡关系的具体机制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先验自由”向“消极意义上的、纯粹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实践自由”的过渡。
3、 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在纯粹理性法规中的表现
（一）理性的纯粹运用
的最后目的
纯粹理性的法规是先验方法论的第二部分，先验方法论用于解决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即解决如何运用纯粹理性
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消极的意义上对纯粹理性进行训练，设定理性的纯粹运用的界限、防止谬误，这些工作康德在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训练中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从积极的意义上来寻求纯粹理性的运用的“领地”，因为人类理性总有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自然倾向，但这种超验的思辨运用中的一切综合知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而纯粹理性的“运用”实际上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康德将“法规”理解为“某些一般认识能力的正确运用的先天原理的总和”
，人可以通过知性得到先天综合的知识，所以先验分析论是纯粹知性的法规；但理性在其思辨运用中不可能得到先天综合的知识，那么纯粹理性在其思辨运用的领域没有任何法规。纯粹理性的法规是它的实践运用的法规，纯粹理性法规的总任务是规定纯粹理性在人类实践领域运用时的法则。
为了探寻纯粹理性的法规是否能在实践领域建立，康德首先要确定理性的纯粹运用的最后目的是否在实践领域。理性由于其本性的驱使，会做出超出经验运用之外而冲破知识极限的“努力”，形成一个从有条件者到有条件者的循环，而只有达到无条件者的理念，理性的最后目的才会达到。康德认为，理性的“最后目的”由一些“最高目的”构成，这些“最高目的”是理性的纯粹运用在思辨领域所导致的三个对象：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个对象所对应的理念分别为宇宙整体，灵魂和上帝，只有这三个无限理念被证明为构成性的知识，理性的“最后目的”才能够达到。但这三个理念所对应的三个命题，对于思辨理性来说没有内在的运用，只对知性具有范导性的作用而没有构成性的作用，但这三个命题仍然由于理性的自然倾向而被提出，那么“它们的重要性也许本来就必须只涉及到实践”。
由此，康德将理性的纯粹运用从思辨领域转向实践领域。
康德将实践定义为“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
，同时区分了实践的两个层次：如果自由的任意的条件是经验性的，因此理性只能为自由提供实用的规律，以达到感性所要求的实践目的；与此相反，如果理性能够提供纯粹的实践规律——道德的规律，从而使自由的目的的实现不以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那么这种规律的运用便容许存在一些法规。这两个层次的划分实际上是一般的实践理性与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划分，纯粹的实践理性由于其完全摆脱了经验条件的限制，高于一般的实践理性。既然它是具有绝对命令的法则的道德律，针对的是物自身的领域的三个问题
，那么人类理性最后的目的便是放在道德之上。但是，对于理性的最高目的所涉及的三个问题，康德有不同的态度：康德将意志自由作为一个预设而提出，而对于上帝和来世的问题，康德则认为纯粹理性在其上运用法规必定是可能的。换言之，纯粹理性如果在实践领域运用，则需以意志自由作为出发点，并把它变为一个预设的前提。
（二）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
为了解决纯粹理性法规中涉及的与它的实践兴趣相关的两个问题，康德首先需要澄清作为前提的意志自由的概念。在此，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再次被提及，康德对于两者的态度较先验辩证论中发生了变化，通过对不同文本中两者的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可以看出先验自由将实现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两者的关系问题最终也将被解决。
1. 作为“悬设”的先验自由
与在辩证论中不同，康德在法规中在实践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一般的实践理性可以作为解释经验现象的根据，但是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在消极意义上脱离经验世界，所以它只能作为一个原因性的概念而开始一个序列，并不能作为理解现象的根据。先验自由的问题在第三组二律背反中已经被提出，但只是由于现象和物自身的划分而将先验自由归入超验的物自身领域，人类理性并没有真正去认识、解决它，因此它本身对于理性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阿利森认为，在纯粹理性的法规和先验辩证论中，康德共享了同一个先验自由的概念：“绝对的自发性和对于一切感性事物的完全独立，它们始终分别是肯定的先验自由和否定的先验自由的鉴别性特征，在此分别被理解为在理性规定意志时的自发性和理性在规定意志时的独立性”。
先验自由的两种含义在两处文本中皆有体现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在辩证论中，为了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而去证明自由的存在性，康德侧重强调先验自由的积极含义。而在此康德更强调先验自由的消极含义：“先验的自由看起来是和自然律、因而和一切可能的经验相违背的，所以仍然是一个问题。”
先验自由作为完全独立于经验序列的原因性，它规定理性本身也成为独立于感官世界一切的起规定作用的原因而去考察理性自身，但理性自身作为第一因来说不被其他原因所规定，因此自由在先验的意义上是与经验相违背的。正是康德对先验自由消极意义的强调，先验自由在讨论实践时是毫不相干的，它只涉及思辨理性的知识且在二律背反中已经得到充分讨论，所以康德认为“对于理性的实践运用来说这个问题是不该提出的”
，可以在实践领域将它作为一个“悬设”而“置之不顾”，从而关注实践意义上的自由。
2.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
与先验辩证论中对实践自由概念的阐释不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法规中对其划分了层次。康德再次提到，与动物性的（arbitrium brutum）任意或病理学上的任意不同，自由的任意（arbitrium liberum）不被感性的冲动所规定，它是“仅由理性所提出的动因来规定的任意……而一切与这种任意相关联的，不论是作为依据还是后果，都称之为实践的。”
因为不仅仅是感性的刺激性的事物规定着人的任意，人类更有一种理性的能力，能够间接地克服感性的欲求，使人从整体的方向上去考虑值得欲求的事物。这是在一般的实践理性之下的实践自由，即存在一种技术上的实践规律，它是人将主观的欲望和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结合而形成的规律。那么理性作为一个行为的最初动因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们是一些命令，亦即客观的自由规律。”
这种客观自由律，是人类理性在排除了主观欲望、克服了感性欲求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自由规律。在一般的实践理性之下，理性实现实践自由所遵守的自由的规律是一种有条件的假言判断，但实现纯粹的实践理性之下的实践自由，需要一种无条件的“道德自律”，它已经预设了人的意志准则，即“应当”的普遍法则。由此，康德便区分了两个层次的自由，一是感性参与的自由的任意，二是比自由的任意更高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有其自身的客观准则，这些准则与自然律区分开来，因此被称之为实践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自由的偏向消极含义的，因为康德不仅强调了任意性对于由感性冲动而来的强迫的独立性，而且提出了完全客观的自由律。
虽然与在先验辩证论中相似，康德在此又一次突出了实践自由的消极含义，但它的积极含义也因其与经验世界的联系而凸显了出来。前面提到，实践自由积极含义与先验自由相似，是一种自行开始一个条件序列的能力，只不过这个条件序列发生在人的实践领域。康德认为，“我们通过经验而把实践的自由看作是自然原因之一，也就是理性在对意志做规定时的原因性”
，此处的自然原因指的是人的行为的自然原因，人的行为虽然要受到自然律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是被自由意志所规定的。实践自由所体现出的原因性和其他的自然律结合在一起，在后果上都会引起经验世界的改变。但是从动机来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性对意志做规定的原因性，人的行为不能完全由自然律来解释。因此，康德认为实践自由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此处的证明不是先验意义上的证明，而是实践论意义上的证明
，实践自由作为人的行为的原因性作用于自然，那么通过经验的结果即可证明其原因性。阿利森认为，康德这一主张
可以通过经验性的品格和智性的品格之间的差异来理解，即经验性品格体现了理性的经验性一面，我们可以从经验性的角度去理解实践自由。从经验性的角度去理解的实践自由的积极含义，也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意志作为在实践领域的预设，而不作为纯粹理性实践兴趣相关的问题之一，因为实践自由是实践领域现象序列的第一因，它在超验的领域起到的是一个基础性作用，即如果不存在实践自由，那么超验领域的另外两个问题——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便无从谈起了。
阿利森在分析实践自由的含义时指出，“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法规共享一个实践自由的概念，而这种实践的自由概念，从其独立于病理学的必然来看，是否定性的，而从其有能力基于理性而行动来看，又是肯定性的。”
 然而，虽然康德在两处共享了同一个实践自由的概念，但是仍然是各有侧重的，这种侧重与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关系问题直接相关。在分析先验辩证论中的两者关系时我们得出结论，两者的初步过渡关系的具体机制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先验自由”向“消极意义上的、纯粹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实践自由”的过渡。那么，由于在纯粹理性法规中，康德在实践自由消极含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其经验性成分，即突出了其积极的含义，而同时在消极意义上理解先验自由从而将其作为一个悬设，那么由此先验自由便实现了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
解决两者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康德在此暗示的且与辩证论中的论述相矛盾的观点——没有先验自由，实践的自由也可以成立。阿利森认为，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于下面一段表述：“我们在实践中首先只向理性求得行为的规范……只要我们的意图是针对所为所不为，我们就可以把它至于不顾。”
实践自由的实在性可能不会受到除其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所规定，我们不需要去考察比自由更高或更间接地起作用的原因，这是在思辨理性领域的问题，即自由的可能性问题已经在第三组二律背反中被讨论过了。而目前在“所为所不为”的实践领域，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理性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即纯粹的实践理性的自由律，先验自由的存在性问题就可以被悬置起来。因为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康德更强调先验自由的消极意义从而将它作为一个“悬设”被搁置在一边，但并非认为不存在先验的自由，而是排除了先验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它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先验自由对实践自由的基础性作用没有改变，这在我们分析先验辩证论中两者的关系时已经被讨论过，只是目前康德在实践的领域不去探讨它了。
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完全过渡的具体机制表现为，一方面康德将先验自由作为了一种悬设，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实践自由以经验性、先验性和超验性。从结果来看，康德通过实践自由积极含义的强调将其作为自然的原因之一，实践的自由之显现表现在经验中并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这体现了实践自由的经验性品格；而从原因上看，实践自由基于先验自由并因其积极含义作为开始一个序列的能力，它具有先验性；因为康德对实践自由两个层次的划分——自由的任意和自由意志，它不处于经验序列之中，因而它又是超验的。
概言之，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的法规中对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的两处表述，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先验辩证论侧重于自由的先验性，而纯粹理性的法规则侧重于自由的实践性，但“每个文本都给另外一种自由概念留下了余地”
。在先验辩证论中，为了解决第三组二律背反，康德意在证明自由的存在性，因此先验自由占据主导优势，同时康德为了解释人的行为的双重原因而引入了实践自由，实践自由基于先验自由并以先验自由为根据，又由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过渡的必要性，康德实现了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初步过渡，表现为“积极意义上的先验自由”向“消极意义上的、纯粹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实践自由”的过渡。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由于理性的纯粹运用的领域在于实践，康德将思辨理性领域的先验自由作为了一个“悬设”，从而更关注自由的实践意义，同时增加了对实践自由的经验性和积极含义的强调，实现了先验自由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
结语
康德的自由概念历来因为其内容艰涩，涉及理论复杂和不同文本中的多义性而为学者争论。由此产生的不同解读方式也基于对康德自由概念的不同程度的理解之上。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的关系表述，在先验辩证论和纯粹理性法规中存在矛盾之处，对此学界的观点以拼凑论、阿利森的替代性假设等等为代表，后者通过对实践自由概念不同含义的阐释来解决矛盾。本文表明，阿利森对自由概念的区分虽有可取之处，但没有说清先验自由与实践自由之间的在两处文本的共同关系。
自由问题始于第三组二律背反，背反的正反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一种作为第一因的自由因果性，康德通过对两重世界的划分证明了自由因果性的存在，同时通过区分经验性的品格和理知的品格证明了自由因与自然因的并存。在这里，康德由于从人的认识领域过渡到人的实践领域，即自由的主体从纯粹的理论理性过渡到纯粹的实践理性，先验自由实现了向实践自由的过渡。在先验辩证论中，先验自由的积极含义和实践自由的消极含义在它们的概念中占主导地位，换言之，这种过渡是从“积极意义上的先验自由”向“消极意义上的、纯粹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实践自由”的过渡。
在纯粹理性的法规中，理性的纯粹运用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其最后目的在于人的道德实践领域，因此先验自由因其是一个思辨理性的问题而被当作一个“悬设”。但实践自由依然基于先验自由，只不过康德在此更加强调先验自由的消极含义，同时增加了实践自由的经验性的、积极的成分，认为实践的自由是自然原因之一，由此，先验自由便实现了向实践自由的完全过渡。
透过康德自由概念的各种争论，我们可以看到自由问题是多么复杂，进一步也认识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但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们对自由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索，人类才将自己的认识范围慢慢扩大，不断挑战认知的极限，最后在道德实践领域寻找自由的归宿。对康德自由哲学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先验自由和实践自由的问题只是其中之一，更多对自由概念的解读还有待学者们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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